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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标：推断税收累进性 Ｍ 指数的渐近正态分布性质，寻求税收累进性指
数的方差估计。研究方法：利用Ｕ－统计量构造税收累进性指数的渐近正态分布，

并由该Ｕ－统计量提炼辅助分布列获得 Ｍ 指数的方差估计。研究发现：几个常用
的税收累进性指数都可以用 Ｕ－统计量的函数来表达，因而具有渐近正态分布性
质，并获得方差估计。研究创新：给出税收累进性 Ｍ 指数的渐近分布性质和方差
估计，还简化了税收累进性 Ｋ指数、Ｓ指数的方差估计。研究价值：可以用于政
府的财税政策评价。将 Ｍ指数的方差估计应用于我国分税制改革以来若干财税政
策对省域收入公平性影响的评估发现实施分税制改革、取消农业税、营业税改增值
税、提高个税起征点等都能显著增进中国大陆省域收入的公平性。
关键词　Ｕ－统计量　税收累进性 Ｍ指数　方差估计　税收政策评估
中图分类号　Ｆ２２４．０　　文献标识码　Ａ

引　　言

税收累进性 Ｍ指数是由国内学者根据税收关于税前收入基尼系数的相对边际效应提出
的一种税收累进性测度 （戴平生，２０１４）。Ｍ指数从经济学角度解释了税收累进性为税收对
税前收入基尼系数的贡献率与平均税率之差。即当该贡献率大于平均税率时税收是累进的，

当其小于平均税率时税收是累退的，当其差值等于０时税收是成比例的。同时 Ｍ 指数对不
同的税项具有可加性，对总体税收累进性进行结构性分析十分方便，可以给出不同税种在累
进性中的贡献程度。Ｍ指数大于０意味着相对边际效应大于０，即税收有利于收入不平等的
改善。由于 Ｍ指数与其他传统的税收累进性 Ｋ指数 （Ｋａｋｗａｎｉ，１９７７）和Ｓ指数 （Ｓｕｉｔｓ，

１９７７）等测度值通常都为纯小数，实证分析中需要知道它们在统计意义上是否真正异于０，

以及不同时期或不同区域的税收累进性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因此知道这些税收累进性指
数的分布是以正态分布为极限的，在大样本情况下就可以用正态分布来近似，这对区域的财
税政策、税收改革评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由于 Ｍ指数本质上是一种基尼系数的相对边际效应，从理论上得到它的渐近正态分布
性质就可以在若干领域对基尼系数的相对边际效应进行统计推断，对宏观或者微观社会经济
现象不同来源、不同组群在区域收入或者资源配置不平等方面的影响进行分析。例如，对产
业集中度、转移支付财力均等化、旅游改善收入不平等诸多研究都提供了一种推断检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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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研究基尼系数相对边际效应的国内外学者屈指可数，从Ｌｅｒｍａｎ和Ｙｉｔｚｈａｋｉ于１９８３年
在其工作论文中提出以来更多的是具体的应用，他们将某一收入来源增长所引起收入基尼系
数的相对变化率定义为该项来源关于收入基尼系数的相对边际效应。若其相对边际效应大于

０，则该项来源的增长趋向于缩小收入差距；若其相对边际效应小于０，则趋向于扩大收入
差距。不仅各来源的相对边际效应之和等于０，国内学者后来由于对税收累进性测度的改进
又发现相对边际效应具有可加性 （戴平生，２０１４）。因此，对 Ｍ指数的方差估计可以推进基
尼系数相对边际效应统计推断的研究。

本文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给出了 Ｍ 指数的渐近正态分布性质，获得基尼
系数相对边际效应的推断检验；二是极大地简化了Ａｒｃａｒｏｎｓ和Ｃａｌｏｎｇｅ（２０１５）在税收累进
性Ｓ指数中对Ｕ－统计量的探寻，直接给出 Ｍ 指数、Ｋ指数和Ｓ指数辅助向量公式，使它
们的方差估计变得十分便捷；三是给出计算Ｋ指数和Ｓ指数的协方差表达式，利用回归系
数法估计它们的标准差；四是将文献中限于个体数据应用的方法拓展到分组数据，从而有助
于使用统计年鉴的宏观数据进行财税政策的分析。本文的其他部分这样安排：第一部分对相
关研究的文献进行综述，第二部分推导税收累进性 Ｍ 指数的渐近分布估计其方差，第三部
分使用 《中国税务年鉴》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最后给出结论。

一、相关文献综述

税收累进性 Ｍ指数、Ｋ指数和Ｓ指数都脱胎于以基尼系数为特例的集中度指数。基尼

系数对应于以累计人口份额为横坐标、累计收入份额为纵坐标的洛伦兹曲线 （根据人均收入
递增排序），而Ｓ指数是在此基础上，以累计税前收入份额为横坐标、累计税收份额为纵坐
标类比洛伦兹曲线的集中度指数；Ｋ指数是用税收集中度指数与税前收入基尼系数之差定
义的，Ｍ指数则是税收关于税前收入基尼系数的相对边际效应。因此，对税收累进性指数
的方差估计通常会从基尼系数或集中度指数入手。

１．Ｕ－统计量法
基尼系数源于测度数据离散程度的基尼平均差，是基尼平均差除以两倍的收入均值。若

通过样本可以分别估计基尼平均差和收入均值两者的方差，那么通过一阶泰勒展开在大样本
情况下就可以估计基尼系数的方差。Ｌａｎｇｅｌ和Ｔｉｌｌé（２０１３）对数十种估计基尼系数或基尼
平均差方差的做法进行了分析评论，他们把这些研究分为三个大的主要方向：调查抽样方
法、稳健统计方法和经济学方法。这里按本文的思路仅对那些与税收累进性指数的方差估计
关系更为密切的做法，如基尼平均差、Ｕ－统计量、回归系数和重抽样等方法进行必要的评
述和讨论。对基尼平均差的方差估计可以追溯到 Ｎａｉｒ（１９３６）的研究，Ｇｌａｓｓｅｒ（１９６２）也
给出了基尼平均差和集中度指数的方差公式；基尼平均差、均值关于样本都满足对称性分别
为一阶、二阶的Ｕ－统计量，可以利用 Ｕ－统计量函数的渐近正态分布进行方差的估计
（Ｈｏｅｆｆｄｉｎｇ，１９４８）。Ｓｃｈｅｃｈｔｍａｎ和Ｙｉｔｚｈａｋｉ（１９８７）利用 Ｕ－统计量讨论了基尼相关系数

的渐近正态分布性质，其中的基尼相关系数等于基尼系数Ｇｘ 与集中度指数Ｃｙ 的比值。

Ｂｉｓｈｏｐ等人 （１９９８）在该研究的基础上归纳出了一类基于基尼税收累进性指数的推断检验，

他们把税收累进性Ｋ指数作为该类指数的一种特例，因为它等于税收集中度指数Ｃｙ 与税前

收入基尼系数Ｇｘ 之差。Ａｒｃａｒｏｎｓ和Ｃａｌｏｎｇｅ（２０１５）构造了一个税收累进性Ｓ指数的 Ｕ－
统计量，从而获得其渐近正态分布的性质及其方差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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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回归系数法
另一条思路是构造线性回归方程，通过估计回归方程的系数获得一类集中度指数及相应

标准差 （Ｋａｋｗａｎｉ等，１９９７），这一方法对基尼系数也适用。税收累进性Ｋ指数等于集中度
指数与基尼系数之差，可以构造一个线性回归方程对其参数进行估计并获得相应方差。
不妨设各研究单元 （如中国大陆的３１个省份）的人均收入按递增排序为ｘ１，ｘ２，…，

ｘｎ，其对应单元的人口数为ｑ１，ｑ２，…，ｑｎ；记ｑ、Ｓｘ 分别为总人口数、总税前收入，即ｑ
＝ｑ１＋…＋ｑｎ 和Ｓｘ＝ｘ１ｑ１＋…＋ｘｎｑｎ；记ｐｉ＝ｑｉ／ｑ为第ｉ个单元在总人口中的人口份额，Ｆｉ
是至第ｉ组的累计人口份额 （Ｆｉ＝ｐ１＋…＋ｐｉ，ｉ＝１，…，ｎ，Ｆ０＝０）；记ｘｉｑｉ／Ｓｘ 为第ｉ个
单元在税前总收入中的收入份额，Ｌｉ是至第ｉ组的累计收入份额 （Ｌｉ＝ｘ１ｑ１＋…＋ｘｉｑｉ，ｉ＝
１，…，ｎ，Ｌ０＝０）；而对应人均税收记为ｔ１，ｔ２，…，ｔｎ，总税收收入记为Ｓｔ＝ｔ１ｑ１＋…＋
ｔｎｑｎ。由收入份额法可以得到税前收入基尼系数以及税收集中度指数的协方差表达式 （戴平
生，２０１３）：

Ｇｘ ＝Ｃｏｖ
ｘ
ｘ－
，（ ）ω 　　Ｃｔ＝Ｃｏｖ

ｔ
ｔ－
，（ ）ω 　　珚ｘ＝Ｓｘｑ　　

珋ｔ＝Ｓｔｑ

其中ωｉ＝Ｆｉ＋Ｆｉ－１－１，ｉ＝１，…，ｎ，满足ω１ｐ１＋…＋ωｎｐｎ＝０。构造以下回归方程：

σ２ω
ｔｉ
ｔ－
－ｘ
ｘ（ ）－ Ｐ槡 ｉ ＝α Ｐ槡 ｉ＋βωｉ Ｐ槡 ｉ＋εｉ

这里σ２ω 为 ｛ωｉ，ｉ＝１，…，ｎ｝的方差。由残差平方和最小可以得到参数估计：

β
＾ ＝ｃｏｖ

ｔ
ｔ－
－ｘ
ｘ－
，（ ）ω ＝Ｇｔ－Ｇｘ ＝Ｋ

对于税收累进性Ｓ指数，由以累计税前收入份额为横坐标、累计税收收入份额为纵坐
标的类比洛伦兹曲线，通过几何算法可以得到：

Ｓ＝ 
ｎ

ｉ＝１

ｑｉｔｉ
Ｓｔ
（Ｌｉ＋Ｌｉ－１－１）

＝ 
ｎ

ｉ＝１

ｑｉｘｉ
Ｓｘ

ｔｉ／ｘｉ
Ｓｔ／Ｓ（ ）ｘ （Ｌｉ＋Ｌｉ－１－１）＝ｃｏｖ ｔ／ｘ

Ｓｔ／Ｓｘ
，ω（ ）＊

其中ω＊ｉ ＝Ｌｉ＋Ｌｉ－１－１，ｉ＝１，…，ｎ，它满足ω＊１ｘ１ｑ１＋…＋ω＊ｎｘｎｑｎ＝０。我们注意到Ｓ
指数的协方差公式由两个因素构成，一个是各研究单元的平均税率与总体平均税率的比值，
另一个是累计税前收入份额形成的组合系数。因此构造以下回归方程：

σ２ｗ＊
ｔｉ／ｘｉ
Ｓｔ／Ｓ（ ）ｘ ｑｉｘｉ

Ｓ槡ｘ
＝α ｑｉｘｉ

Ｓ槡ｘ
＋βω＊

ｉ
ｑｉｘｉ
Ｓ槡ｘ

＋εｉ

这里σ２ω＊为 ｛ω＊ｉ ，ｉ＝１，…，ｎ｝的方差。由残差平方和最小就可以得到税收累进性Ｓ
指数的参数估计，并获得标准差的估计值。通过构造相应回归方程得到的税收累进性指数的
方差估计，因为回归模型中含有数据的求和、平均使得各观测值的独立性受到一定程度的影
响，估计值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偏离。为弥补这一缺陷，Ｋａｋｗａｎｉ等 （１９９７）在其论文的
附录中提供了一种集中度指数按一阶泰勒公式展开的方差估计方法。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一些学者利用 Ｑｕｅｎｏｕｉｌｌｅ（１９４９）提出的刀切法 （Ｊａｃｋｋｎｉｆｅ）

和Ｅｆｒｏｎ （１９７９）提出的自助法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通过重抽样估计税收累进性指数的方差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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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ｉｔｚｈａｋｉ，１９９１；Ｍｉｌｌｓ和Ｚａｎｄｖａｋｉｌｉ，１９９７；Ｘｕ，２０００）。

税收累进性 Ｍ 指数没有单纯的协方差表达形式，无法像 Ｋ指数、Ｓ指数那样通过构
建回归方程获得方差估计。但 Ｍ 指数也是一种基于基尼系数的税收累进性指数，它可转
化为集中度指数与均值的函数，而集中度指数和均值都可以用 Ｕ－统计量来表示 （集中度
指数包含了基尼系数）。因此 Ｍ 指数的方差估计可以使用 Ｕ－统计量法，或者使用重抽样
方法。

二、税收累进性Ｍ指数的方差估计

税收累进性指数的方差估计有非参数方法和参数方法。非参数方法目前人们更多地采用
更适合非线性变化的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重抽样技术，参数方法则需要找出税收累进性指数的分布或
渐近分布。Ｍ指数、Ｋ指数、Ｓ指数如果可以获得相应的渐近正态分布，这样就便于对不同
时点和不同区域的测度进行比较，因此选择参数方法有其独特的优势。

沿用前文的变量及指标符号，下面先给出 Ｍ指数的计算公式：

Ｍ ＝ｓ（ｔ）－ＳｔＳｘ　
ｓ（ｔ）＝ ∑ｑｉｔｉωｉ

∑ｑｉｘｉωｉ
（１）

即税收累进性 Ｍ指数等于税收对税前收入基尼系数的贡献率减去平均税率。Ｍ 指数对各个
税项具有可加性，且与Ｋ指数 （Ｋａｋｗａｎｉ，１９７７）具有相同符号。一些学者发现Ｋ指数和Ｓ
指数在部分税前税后收入基尼系数很小的情况下变化十分敏感，有时还出现符号相反的情形
（李香菊和祝丹枫，２０１６）。而 Ｍ指数的符号与税收关于税前收入基尼系数的相对边际效应
保持一致，具有更为稳健的性质。

下面具体讨论税收累进性 Ｍ指数的方差估计问题。将式 （１）略作变形就可以得到以下
的表达形式：

Ｍ ＝ＳｔＣｔＳｘＧｘ－
Ｓｔ
Ｓｘ ＝

珋ｔＣｔ
ｘ－Ｇｘ

－
珋ｔ
ｘ－
＝
珋ｔ
ｘ－Ｇｘ
Ｋ （２）

它表明，税收累进性 Ｍ指数是均值与集中度指数的函数。下面先引进两个 Ｕ－统计量

θｘ＝∑
ｉ，ｊ
（ｘｉ－ｘｊ）Ｉ（ｘｉ＞ｘｊ）ｐｉｐｊ和θｔ＝∑ｉ，ｊ

（ｔｉ－ｔｊ）Ｉ（ｘｉ＞ｘｊ）ｐｉｐｊ，其中

Ｉ（ｘｉ＞ｘｊ）＝
１
０
－
烅
烄

烆 １

如果ｘｉ＞ｘｊ
如果ｘｉ＝ｘｊ
如果ｘｉ＜ｘｊ

这里是将Ｂｉｓｈｏｐ等 （１９９８）研究中的个体数据替换为分组数据，把ｑ （ｑ－１）变为ｑ２

（不会影响渐近性质）。显然θｘ 就是组数据的基尼平均差，θｔ是在基尼平均差的基础上由成

对随机变量定义的。于是基尼系数和集中度指数可以分别表示为Ｇｘ＝θｘ／２珚ｘ、Ｃｔ＝θｔ／２珋ｔ，税

收累进性指数Ｋ＝θｔ／２珋ｔ－θｘ／２珚ｘ和Ｍ＝θｔ／θｘ－珋ｔ／珚ｘ。在ｘ１≤ｘ２≤…≤ｘｎ 的递增排序假定下，

以上两个Ｕ－统计量可以表示为：

θｘ ＝２∑
ｎ

ｉ＝１
∑
ｎ

ｊ＝ｉ

（ｘｊ－ｘｉ）ｐｉｐｊ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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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ｔ ＝２∑
ｎ

ｉ＝１
∑
ｎ

ｊ＝ｉ

（ｔｊ－ｔｉ）ｐｉｐｊ （４）

对于税收累进性Ｓ指数，Ａｒｃａｒｏｎｓ和Ｃａｌｏｎｇｅ （２０１５）给出的 Ｕ－统计量过程相当复
杂，其实根据税收累进性Ｓ指数的定义，利用几何算法可以大大简化其中的过程。即从：

Ｓ＝∑
ｎ

ｉ＝１

ｑｉｔｉ
Ｓｔ
（Ｌｉ＋Ｌｉ－１－１）

可以导出：

Ｓ＝∑
ｎ

ｉ＝１

ｑｉｔｉ
Ｓｔ
２Ｌｉ－ｑｉｘｉＳ（ ）ｘ

－１＝∑
ｎ

ｉ＝１

（２ｔｉ∑
ｉ

ｊ＝１
ｘｊｐｉｐｊ－ｔｉｘｉｐｉｐｉ）／（珚ｘ×珋ｔ）－１

这样就引入了第三个Ｕ－统计量

θｚ ＝∑
ｎ

ｉ＝１

（２ｔｉ∑
ｉ

ｊ＝１
ｘｊｐｉｐｊ－ｔｉｘｉｐ２ｉ） （５）

于是Ｓ＝θｚ／ （珚ｘ×珋ｔ）－１。由于珚ｘ和珋ｔ本身就是 Ｕ－统计量，因此 Ｍ 函数、Ｋ函数、Ｓ
函数都是Ｕ－统计量的函数，它们收敛于正态分布函数 （Ｂｉｓｈｏｐ等，１９９８；Ａｒｃａｒｏｎｓ和Ｃａ－
ｌｏｎｇｅ，２０１５）。这样税收累进性指数就可以通过渐近正态分布，获得各自方差的近似估计。
但由于上述引入的三个Ｕ－统计量都是二阶的，估计这些指数的协方差矩阵需要计算繁杂的
三阶的样本Ｕ－统计量。为了避免类似于Ｂｉｓｈｏｐ等 （１９９８）论文中的繁琐计算，下面通过
一阶泰勒展开式计算各个税收累进性关于 Ｕ－统计量函数的方差。离散总体税收累进性 Ｍ
指数的微分形式为：

ｄ　Ｍ ＝－１
μｘ
ｄμｔ＋μ

ｔ

μ
２
ｘ
ｄμｘ＋

１
θｘ
ｄθｔ－θｔθ２ｘ

ｄθｘ

根据Ｒａｏ（１９７３）提出的δ方法，我们有：

ｑｖ^ａｒ（Ｍ）＝ １珚ｘ２ｖ^ａｒ
（珋ｔ）＋

珋ｔ２
珚ｘ４ｖ^ａｒ

（珚ｘ）＋１θ２ｘ
ｖ^ａｒ（θｔ）＋θ

２
ｔ

θ４ｘ
ｖ^ａｒ（θｘ）

－２μｔ
μ
３
ｘ
ｃ^ｏｖ（珋ｔ，珚ｘ）－ ２

μｘθｘ
ｃ^ｏｖ（珋ｔ，θｔ）＋ ２θｔ

μｘθ
２
ｘ
ｃ^ｏｖ（珋ｔ，θｘ）＋２μｔ

μ
２
ｘθｘ
ｃ^ｏｖ（珚ｘ，θｔ）

－２μｔθｔ
μ
２
ｘθ２ｘ
ｃ^ｏｖ（珚ｘ，θｘ）－２θｔθ３ｘ

ｃ^ｏｖ（θｔ，θｘ）

等价于：

ｑｖ^ａｒ（Ｍ）＝ｖａｒ（ωＭ）＝∑
ｎ

ｉ＝１
ω２ｉｐｉ－（∑

ｎ

ｉ＝１
ωｉｐｉ）２ （６）

其中：

ωｉＭ ＝－１珚ｘｔｉ＋
珋ｔ
珚ｘ２ｘｉ＋

１
θｘθ

ｉ
ｔ－θｔθ２ｘ

θｉｘ （７）

这里θｉｘ＝２∑
ｎ

ｊ＝ｉ
（ｘｊ－ｘｉ）ｐｊ，θｉｔ＝２∑

ｎ

ｊ＝ｉ
（ｔｊ－ｔｉ）ｐｊ 和θｉｚ＝２ｔｉ∑

ｉ

ｊ＝１
ｘｊｐｊ－ｔｉｘｉｐｉ，它们都可以

从三个Ｕ－统计量中直接剥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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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ｃａｒｏｎｓ和 Ｃａｌｏｎｇｅ （２０１５）在实证中也推荐了这一辅助向量方法，Ｋａｋｗａｎｉ等
（１９９７）在其附录中也给出了类似的集中度指数的方差估计。该辅助向量确实极大地简化了

Ｂｉｓｈｏｐ等 （１９９８）的计算。对于税收累进性 Ｋ指数、Ｓ指数，也可以对方差进行类似的估
计。对应的辅助向量为：

ωｉＫ ＝－θｔ２珋ｔ２ｔｉ＋
θｘ
２珚ｘ２ｘｉ＋

１
２珋ｔθ

ｉ
ｔ－ １２珚ｘθ

ｉ
ｘ （８）

ωｉＳ ＝－θｚ珚ｘ珋ｔ　２
ｔｉ－θｚ珚ｘ２珋ｔｘｉ＋

１
ｘ－ｔ－
θｉｚ （９）

税收累进性 Ｍ指数、Ｋ指数和Ｓ指数都服从渐近正态分布。这表明在大样本条件下，
我们可以用正态分布进行近似。它们近似服从正态分布，一方面可以检验税收累进性指数是
否异于０ （即税收的效果是成比例的，不累退也不累进）；另一方面可以对不同时间、空间
的税收累进性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进行比较，显然这种检验对于讨论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税收
政策改善区域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效果是十分重要的。

三、我国分税制以来的财税政策评价

１９９４年实行的分税制，在我国财税体制改革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有专家学者
把改革开放４０年以来的中国税制改革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期，
时间为１９７８～１９９３年；第二阶段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时间为１９９４～２０００年；第三阶
段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期，时间从２００１年至今。我们可以考察财税改革过程中若干重
大事件下的税收累进性变化。
税收作用通常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产生财政收入为政府运行提供资金来源，二是实现

二次分配增进社会群体与个人的收入公平。税收是否增进社会公平，税收累进性指数可以对
这一作用的方向和大小进行测度。利用 《中国税务年鉴》各年的省级税收统计数据，以各省
份行政单元的ＧＤＰ为宏观收入 （即以省级行政区为社会群体单元），配合相应人口数就可以
计算税收累进性 Ｍ 指数、Ｋ指数和Ｓ指数。这里采用１９９３～２０１６年的数据，主要讨论

１９９４年分税制以来一些重要的税制改革对税收累进性的影响，因此除综合税收之外，还将
计算分析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等主要税种的累进性分析它们
的变化。其中的１９９３年仍处于分税制改革前，增值税等税种的统计口径不同 （１９９３年外资
企业的统一工商税尚未细分），将该年度税收数据也纳入研究的范围主要是为了观察分税制
改革前后综合税收的累进性变化。此外为保持税收统计口径的相对一致，从１９９３～１９９７年
的总税收收入中扣除教育费附加、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国家预算调节基金及其他收
入。表１给出了总税收的三种税收累进性指数和标准差，同时还列出了总税收前后宏观收入
基尼系数和标准差。图１给出了１９９３～２０１６年我国总体税收三种税收累进性的测度变化。
同时为了便于不同方法的比较，各年度税前税后基尼系数的相对变化率也标示其中。
显然三种税收累进性指数中，Ｍ指数与税前税后基尼系数相对变化率曲线最为接近。相

对变化率等于税前基尼系数减税后基尼系数之差除以税前基尼系数，它相当于税收关于税前基
尼系数的相对边际效应。而 Ｍ指数就是从相对变化率中剥离出来的核心因子，因此两者的联
系自然最为紧密。从图１中也可以看出当相对变化率较小时，税收累进性Ｋ指数和Ｓ指数更为
敏感。而各种曲线都在横轴上方，表明１９９３年以来我国税收都能改善省际的收入不平等。

·９２１·税收累进性 Ｍ指数的方差估计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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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１９９３～２０１６年税前税后基尼系数、Ｍ指数、Ｋ指数和Ｓ指数及其标准差 （１０－６）

年　度 Ｍ σＭ Ｋ σＫ Ｓ σＳ Ｇ０ σ０ Ｇ１ σ１

１９９３　 ０．０１４５　 １．６２８０　 ０．０３５９　 ４．８０１２　 ０．０５４４　４３．２５７８　０．２５３７　 ４．０９１６　 ０．２５０８　 ３．８４４４
１９９４　 ０．０２８２　 １．９６０３　 ０．０７０６　 ６．７８７６　 ０．０９５５　４８．５５８２　０．２５９７　 ４．２０４８　 ０．２５３８　 ３．８３５６
１９９５　 ０．０１４８　 １．３９７６　 ０．０５６６　 ６．８４１８　 ０．０８４７　４８．１１３９　０．２５６９　 ４．０４８９　 ０．２５３９　 ３．８２５８
１９９６　 ０．０３４３　 １．８４２４　 ０．０９０４　 ７．３５０８　 ０．１１７１　４９．２２２６　０．２５３７　 ３．９５１６　 ０．２４５５　 ３．５４９９
１９９７　 ０．０２４８　 ２．２５５９　 ０．０６９０　 ８．４８１４　 ０．０９８９　５２．９３０４　０．２５７８　 ４．０７５７　 ０．２５１７　 ３．６７８９
１９９８　 ０．０３７１　 ２．０７３６　 ０．０９４３　 ８．０８６１　 ０．１２２９　５２．３２３７　０．２６２４　 ４．２３９２　 ０．２５２４　 ３．７３５７
１９９９　 ０．０４９８　 ２．４７５５　 ０．１１８８　 ９．８４２６　 ０．１５２０　５７．３６０４　０．２６８５　 ４．４６６０　 ０．２５４６　 ３．７９２９
２０００　 ０．０７０７　 ２．６９５３　 ０．１５１３　１０．８６６８　０．１８６８　５８．２２１７　０．２５７７　 ４．０２４４　 ０．２３７４　 ３．２１６２
２００１　 ０．０８３６　 ３．００３１　 ０．１６８６　１１．９０１２　０．２０６２　６１．６７８６　０．２７７０　 ４．６２５６　 ０．２５０７　 ３．５６２６
２００２　 ０．０８７３　 ２．９７８８　 ０．１７０５　１１．６１３０　０．２０６４　６０．１５５１　０．２６９４　 ４．３４５４　 ０．２４２５　 ３．３０９９
２００３　 ０．０９３０　 ３．２１３６　 ０．１７９０　１２．４２５０　０．２１７２　６１．８７６６　０．２７６４　 ４．５０９１　 ０．２４６７　 ３．３７６６
２００４　 ０．０９７４　 ３．２９８８　 ０．１７６０　１１．９５５４　０．２１２２　６０．２１５４　０．２７１６　 ４．３２７８　 ０．２４０７　 ３．１８５３
２００５　 ０．０９７８　 ３．３５９０　 ０．１６８１　１１．２５１２　０．２０５１　５７．４１４２　０．２６８２　 ４．１１９０　 ０．２３７７　 ３．０４５７
２００６　 ０．１０１０　 ３．５４７６　 ０．１６４１　１１．０１０６　０．２００４　５５．８０３０　０．２６５３　 ３．９５７８　 ０．２３３６　 ２．９０５５
２００７　 ０．１２９６　 ４．４３９１　 ０．１８５６　１２．７２１７　０．２２６２　５８．４８１０　０．２５６９　 ３．６６４２　 ０．２１７３　 ２．４９２０
２００８　 ０．１２９２　 ４．０１７２　 ０．１７８８　１１．１３６８　０．２１５７　５３．０８２２　０．２４４６　 ３．２６０１　 ０．２０８１　 ２．２７８３
２００９　 ０．１１７０　 ３．７５９９　 ０．１６３１　１０．１０３５　０．１９７５　５０．３９６０　０．２４０９　 ３．１５７８　 ０．２０８３　 ２．２８４５
２０１０　 ０．１２４１　 ３．３６９７　 ０．１５８９　 ８．５２５８　 ０．１８８４　４５．２４５６　０．２２６７　 ２．７７２８　 ０．１９４７　 １．９９６４
２０１１　 ０．１３４４　 ３．４５６４　 ０．１５７６　 ８．０８３５　 ０．１８３６　４２．９１７１　０．２１５３　 ２．４８３６　 ０．１８３４　 １．７７３５
２０１２　 ０．１３６８　 ３．４４９０　 ０．１４７９　 ７．２８８７　 ０．１７０９　４．０１４２６　０．２０７７　 ２．３００５　 ０．１７８１　 １．６６９０
２０１３　 ０．１３５３　 ３．４０４６　 ０．１４６２　 ７．１７４７　 ０．１６９５　３．９５６８３　０．２０４５　 ２．２２５８　 ０．１７６５　 １．６３８０
２０１４　 ０．１３６５　 ３．５３１８　 ０．１４６６　 ７．３６８８　 ０．１７１０　３．９９８６８　０．２０３３　 ２．１９７１　 ０．１７６２　 １．６２６５
２０１５　 ０．１４０６　 ３．７８１０　 ０．１５４３　 ８．１３８５　 ０．１８０２　４．２０８５２　０．２０６４　 ２．２６３８　 ０．１７８８　 １．６７２５
２０１６　 ０．１３７４　 ３．６４３５　 ０．１５９９　 ８．４７９６　 ０．１８７８　４．３４６０５　０．２０９７　 ２．３４２８　 ０．１８０３　 １．７００４

　　注：σＭ，σＫ，σＳ，σ０，σ１ 分别表示税收累进性 Ｍ，Ｋ，Ｓ和税收前后基尼系数Ｇ０，Ｇ１ 的标准差。由于

省级数据是经过汇总求和在很大程度消除了个体数据的波动性，使得在大的人口数下这些标准差极小保证

了各种指数显著异于０不能忽略。

图１　１９９３～２０１６年我国税收累进性及税前税后基尼系数相对变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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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分税制改革
根据税收累进性 Ｍ 指数的计算结果，１９９４年我国的税收累进性大于分税制改革前的

１９９３年，利用１９９３年和１９９４年税收累进性 Ｍ指数及其标准差的估计容易验证：不仅两个
年度的税收是显著累进的 （０．０１４５×１０６／１．６２８＞３、０．０２８２×１０６／１．９６０＞３检验统计量远
远超出了显著性水平 １％ 的临界值）；而且由 （０．０２８２－０．０１４５）×１０６／ （１．６２８２ ＋
１．９６０２）１／２＞３表明两者存在显著的差异。同样，１９９５～２０１６年的税收累进性都显著大于０，
也显著大于１９９３年的税收累进性指数。
我国分税制改革的确定，对于建立公共财政体系和推进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里程碑意义。

分税制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实行的一种财政体制，实践证明它能较好地解决中央集权与地方
分权的问题。十四大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分税制的实施不仅
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调动中央、地方的两个积极
性，同时为当时中国的 “复关”及之后的 “入世”，积极融入世界贸易体系奠定了基础。一
方面对我国的工商税制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建立了以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为内容的新的
流转税课税体系，外资企业停征工商统一税纳入新的流转税体系，内资企业实行统一的企业
所得税，个人收入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所得实行修订后的 《个人所得税法》，还调整和开
征其他的一些税种。另一方面，在管理体制上国家税务总局在省级及以下行政区设立了国
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税目则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其中的中央税和共享税由
国税系统负责征收管理，地方税则由地税系统负责征收管理，从而加强了我国的税收征
管。

２．农业税改革
农业税是国家对从事农业生产、有农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俗称 “公粮”。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１９５８）和 《关于对农业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的规定》（１９９４）
是我国征收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的纲领性文件，因此这里的农业税改革是指涉农税项的农村
税费改革，其中农业税、屠宰税是我国主要的两大涉农税项。
我国税收统计中并没有各省份的农业税收入数据，而屠宰税曾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

源之一，作为单一税项统计。农村税费改革始于２００１年，当时中央政府计划五年内完全取
消农业税。作为农村税费改革的最终成果，各种涉农税项于２００６年完全废止。为了评估取
消农业税对改善我国区域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这里只能以各省份第一产业增加值作为农业收
入的代理变量，并根据农业税全国的平均税率为常年产量的１５．５％估算农业税。时间以农
村税费改革的前三年即１９９８年、１９９９年和２０００年作为观察点，如果农业税显著恶化了省
份间的收入不平等即农业税收入具有累退性，那么农业税的废止就有利于提高收入公平性。
表２是三年农业税收入累进性 Ｍ指数及标准差的估计结果。

表２ 农村税费改革前涉农税项税收累进性Ｍ指数及其标准差 （１０－６）

年　度
农业税 屠宰税 宏观收入

Ｍ σＭ Ｍ σＭ Ｇ０ σ０ Ｇ１ σ１

１９９８ －０．０１８５　 ０．５１００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９２　 ０．２６２４　 ４．２３９２　 ０．２６７９　 ４．４３９１

１９９９ －０．０１７６　 ０．４８４７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９２　 ０．２６８５　 ４．４６６０　 ０．２７３７　 ４．６５８２

２０００ －０．０１８５　 ０．４３９４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１０３　 ０．２５７７　 ４．０２４４　 ０．２６２７　 ４．１９６４

　　注：农业税按第一产业增加值的１５．５％测算，符号含义与表１相同。实际上ＧＤＰ基尼系数因征收两
税项而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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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算农产品征收１５．５％的税收累进性指数表明该税项具有显著的累退性，屠宰税的指
数计算也给出了具有显著累退性的结果 （如１９９８年的农业税－０．０１８５×１０６／０．５１＞３，２０００
年的屠宰税－０．０００５×１０６／０．０１０３＜－３）。因此由 Ｍ 指数的可加性可以得出取消涉农税项
能提高其他税项综合税收的累进性。表２的宏观收入一栏还给出了扣除两项税收前后的基尼
系数变化情况，税后基尼系数的提高说明涉农税项恶化了宏观收入的公平性。农业税的免除
提高了农民纯收入从而改善区域收入不平等。

３．中央与地方共享企业所得税

１９９４年分税制改革后，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关税成
为我国财税收入的六大税种。在进入２１世纪之前中央税以消费税、关税为主，地方税以营
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为主，中央与地方的共享税则以增值税为主。当时增值税收
入占财税收入的３５％以上，是我国的第一大税种；然后依次是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关税
和个人所得税，其中企业所得税与营业税的收入规模相近。２０００年中央政府开始实施西部
大开发政策，要把东部沿海地区剩余的经济发展能力用于提高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
平，以巩固国防。２００２年中央政府决定将企业所得税从地方税转为中央和地方共享税五五
分成，后又调整为六四分成。

企业所得税的税收征管权从地税系统转为国税系统，中央政府将企业所得税的收入用于
西部大开发等区域发展战略的建设。其作为中央与地方的共享税，通过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
不仅有利于缩小我国的区域收入差距，同时收入规模极大的企业所得税能够得到更好的税收
征管。２００１年以来企业所得税的收入在我国综合税收中的占比稳步提高，目前已成为仅次
于增值税收入的第二大税项，约占我国财税收入总量的２０％。表３给出了企业所得税在

２００２年前后各三年 Ｍ指数的计算结果。

表３ 企业所得税的Ｍ指数及其标准差

年　度 Ｍ σＭ 年　度 Ｍ σＭ

１９９９　 ０．０１１８　 ５．３９２９×１０－７　 ２００３　 ０．０２２２　 ８．７９５８×１０－７

２０００　 ０．０１６７　 ６．９７００×１０－７　 ２００４　 ０．０２４９　 ９．３６０８×１０－７

２００１　 ０．０２０３　 ８．７３７４×１０－７　 ２００５　 ０．０２９３　 １．２６３０×１０－６

　　企业所得税的 Ｍ指数都显著异于０，且后三年也都显著大于前三年的税收累进性水平。

可以认为作为中央和地方共享税，提高了企业所得税征管水平，企业可获得了一个更为公
平、公开、公正的纳税环境，促进区域收入公平的税收累进性有了显著的提高。

４．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
我国的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引进和规范外商来华投资开展对外经济合作中央政府形成了

一系列涉外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工商统一税、城市房地产税等税法。１９９４年的分
税制改革取消了外资企业的工商统一税，实行增值税、消费税等新的流转税制度。在相当长
的一段时期外资企业享有各种税收优惠政策，企业所得税的实际税率明显低于内资企业。为
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改革开放的要求，根据统一税法、简化税制、公平税
负、促进竞争的原则，从２００８年起内外资企业统一所得税税率。

许多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扩大了我国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收入差距。２０００年后
随着我国一系列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经济更为发达的沿海地区陆续将剩余生产能力向中部
和西部地区转移。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统一有利于内外资企业在中西部的公平竞争，为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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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更加规范、统一、公平、透明的税收法律制度环境。
以２００８年前后三年企业所得税 Ｍ指数变化为考察对象，表４给出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
合并前后 Ｍ指数的变化。各年企业所得税 Ｍ指数都显著异于０，且后三年的数值显著大于
前三年的数值，表明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税率合并有利于增进区域收入的公平性。

表４ 企业所得税的Ｍ指数及其标准差

年　度
税率合并前

Ｍ σＭ
年　度

税率合并后

Ｍ σＭ
２００５　 ０．０２９３　 １．２６３０×１０－６　 ２００９　 ０．０４１８　 １．８９８１×１０－６

２００６　 ０．０３１９　 １．４８３８×１０－６　 ２０１０　 ０．０４００　 １．３４６８×１０－６

２００７　 ０．０３８４　 １．６４７６×１０－６　 ２０１１　 ０．０４５１　 １．４６６３×１０－６

５．“营改增”能否增进区域收入公平
增值税是对商品生产、流通、劳务服务中各环节的新增价值或商品的附加值征收的一种

流转税。我国采用国际上普遍认可的税款抵扣方式，即按规定税率对销售的商品或劳务计算
出销售税额，然后扣除取得该商品或劳务时所支付的增值税费 （进项税额）即为所交税款。
我国从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开始全面实施消费型的增值税。“营改增”是指将以前缴纳营业税的
应税项目改成缴纳增值税，可以避免营业税重复征税、不能抵扣、不能退税的弊端。增值税
抵扣有利于企业降低税负、提高盈利能力，同时也是引导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经济手段。
我国从２０１２年开始进行 “营改增”试点，经过近五年的实践 “营改增”在降低企业税负、

增加企业发展活力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３０日，中央政府宣布废止营业税暂行
条例，营业税在我国正式退出历史舞台。营业税作为地方税曾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
之一，营业税的逐步退出意味着增值税收入在国家财税综合税收总量中的比重将进一步提高。
增值税是最大的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共享税收入的增加必然通过转移支付对区域收入不平等的
改善产生积极的作用。我国消费型增值税的全面实施，以及 “营改增”的过程一方面会带来增
值税 Ｍ指数自身的变化，另一方面营业税与增值税收入的此消彼长也会带来综合税收累进性变
化。由于Ｍ指数具有可加性，通过观察营业税与增值税两大税项收入叠加后的 Ｍ指数，可以判
断 “营改增”过程对综合税收累进性的影响。为此我们对比２０１２年 “营改增”试点前后三年营业
税和增值税收入合体Ｍ指数的变化 （见表５），观察该税制改革是否增进了区域收入公平性。

表５ 增值税、营业税Ｍ指数及其标准差

年　度
增值税 营业税 叠加处理

Ｍ σＭ Ｍ σＭ Ｍ 平均值 对应σＭ

合并前

２００９　 ０．０５４０　１．３２９０×１０－６　 ０．０１２２　５．０８０１×１０－７　 ０．０６６２
２０１０　 ０．０５９０　１．３１９２×１０－６　 ０．０１１１　４．４４２１×１０－７　 ０．０７０１
２０１１　 ０．０６１３　１．３３２６×１０－６　 ０．０１１３　４．４０２５×１０－７　 ０．０７２６

０．０６９６　 ２．７０６１×１０－７

合并中

２０１３　 ０．０６５８　１．３２０２×１０－６　 ０．００７２　３．１９０２×１０－７　 ０．０６８６
２０１４　 ０．０６３９　１．３４１４×１０－６　 ０．００６９　３．１３１５×１０－７　 ０．０７３０
２０１５　 ０．０５８２　１．２４８４×１０－６　 ０．０１０４　２．７２６６×１０－７　 ０．０７０８

０．０７０８　 ２．５７６０×１０－７

　　 “营改增”的前后三年，增值税、营业税的Ｍ指数都显著异于０，前三年增值税的 Ｍ指数
略呈上升变化，而营业税的Ｍ指数略呈下降变化；但后三年两者都略呈反向变化，即没有出现增
值税在税收总量中的份额上升而Ｍ指数上升，营业税的份额下降而 Ｍ指数下降的情形。可以判
断增值税与营业税在各省份的分布结构较为相似，即营业税改增值税一方面提高了自身在区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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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分配中的均衡能力，另一方面成为增值税后略微削弱了增值税的累进性，因此 “营改增”是否
增进区域收入均衡性的判断过程较为复杂。但通过前后两者叠加值的Ｍ指数进行简单平均，计算
标准差后 （假定各年Ｍ指数相互独立）对前后三年的平均数进行统计意义上的是否相等检验，发
现前后Ｍ指数存在显著差异，即可以认为 “营改增”能够显著改善区域收入不平等。

６．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个税累进性
个人所得税是以个人取得的各项应税所得为对象征收的一个税种。新中国的个人所得税

始于１９８０年，当时的主要征税对象是外国人。１９８６年本国开始征收个人收入调节税，１９９４
年分税制改革将个人收入调节税、个体工商户所得税一起并入个人所得税。至目前为止我国
的个人所得税法先后经过了数次修订，起征点也从１９８０年的８００元到２００５年的１６００元、

２００８年的２０００元、２０１１年的３５００元；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日起将调至５０００元。个税起征点的
变化，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逐步提高，另一方面也是中央政府让人民群众共享
改革开放成果的重要体现。长期以来许多学者讨论在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下适宜起征点的
问题。显然从税收作为一种调节社会收入公平的重要手段来看，个税起征点并非越高越好。

１９９４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个税起征点经历了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１１年的三次调整。

为了观察个税起征点的变化对个人所得税改善区域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我们计算比较了个税
起征点２００５年调整前三年到２０１１年后三年 Ｍ 指数的变化，同时考虑了我国东部、中部和
西部地区个人所得税累进性的情况 （见表６）。

表６ 起征点调整下个人所得税Ｍ指数及其标准差 （１０－７）

年　度
全　国 东　部 中　部 西　部

Ｍ σＭ Ｍ σＭ Ｍ σＭ Ｍ σＭ
２００２　 ０．００６９　 ２．４９２１　 ０．０１５５　 ３．７９４８　 ０．００３１　 ０．６１９６ －０．００１３　 ０．９８９３
２００３　 ０．００７４　 ２．７５２２　 ０．０１７５　 ４．１６７８　 ０．００２８　 ０．４９６１ －０．００２４　 ０．８６９３
２００４　 ０．００７７　 ２．８５０６　 ０．０１７５　 ４．３４３１　 ０．００２９　 ０．４８１８ －０．００２３　 ０．８２５８
２００５　 ０．００７７　 ２．９４９８　 ０．０１９６　 ４．５８４１　 ０．００３３　 ０．８４３５ －０．００２３　 ０．８２８９
２００６　 ０．００８０　 ３．０１８９　 ０．０１９３　 ４．７３４５　 ０．００２２　 ０．９３３４ －０．００２５　 ０．８７９６
２００７　 ０．００９１　 ３．２５６０　 ０．０２２９　 ５．１３７２　 ０．００３１　 １．０５１５ －０．００２３　 １．０３８１
２００８　 ０．０１０３　 ３．４８２７　 ０．０２７４　 ５．７１５５　 ０．００３１　 １．２３５６ －０．００１３　 １．１５３５
２００９　 ０．００９７　 ３．２６７４　 ０．０２６０　 ５．３７１５　 ０．００２４　 １．１６９７ －０．００１８　 １．１９６５
２０１０　 ０．０１０６　 ３．１７４６　 ０．０２７９　 ５．２７００　 ０．００１０　 １．１８８４ －０．００２３　 １．３１４３
２０１１　 ０．０１１６　 ３．２９６８　 ０．０２９４　 ５．６５５４　 ０．００３２　 １．４４０３ －０．００１８　 １．７２８８
２０１２　 ０．０１１１　 ３．１４３１　 ０．０２８０　 ５．４１４１　 ０．００４１　 １．３２５９ －０．００２４　 ３．０６９６
２０１３　 ０．０１１９　 ３．２２８６　 ０．０２９４　 ５．６５９１　 ０．００２９　 １．５３１０ －０．００１３　 １．６５２０
２０１４　 ０．０１３２　 ３．４４２９　 ０．０３１０　 ６．０３８２ －０．００１４　 １．２８９９ －０．００１３　 １．５３１１

　　注：这里将中国大陆的３１个省份划分为东、中、西部三个区域，其中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

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１１省份划入东部地区；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

南、湖北、湖南８省份划入中部地区，其余的１２省份划入西部地区。

各年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的个人所得税 Ｍ指数都显著异于０，同时还可以验证不同 Ｍ
指数的显著差异。从全国来看，历次个税起征点的调整总体上带来了我国个人所得税累进程度的
提高，即提高个税起征点可以增进中国大陆省份的收入公平性。从东中西部来看，个税起征点对
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影响并不相同。东部地区的个人所得税Ｍ指数不仅数值上明显大于中部和西
部地区，而且总体呈现出上升趋势，表明个税起征点的调整有利于增进东部地区省间的收入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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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但个税起征点的调整在中西部地区的作用并不明显，两者的Ｍ指数的数值小且总体都出现了
上下波动的变化。西部地区个人所得税 Ｍ指数呈现出长期的微弱累退特征，２０１４年中部地区的
个人所得税也是累退的，表明中西部地区在个人所得税税收征管方面可能因各省份执行力度不同
出现了差异。因为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使用了累进税率，在同等力度下不会出现累退的情形。

四、结　　论

本文给出了税收累进性 Ｍ指数的方差估计，理论是建立在分组数据基础之上的，这为
大量存在于各级统计年鉴的财税数据提供了一种可以进行统计推断的重要工具。个体数据作
为分组数据的一种特例，也可以使用该方法。文中还推导了税收累进性Ｋ指数和Ｓ指数的
协方差表达式，给出两者方差估计的回归系数法。税收累进性 Ｍ 指数是定义在基尼系数的
相对边际效应的基础上，上述方法也适用于各领域涉及边际效应的研究。将该方法应用于对
我国１９９４年分税制改革后的财税政策评估研究，发现分税制实施后总体税收的累进性呈现
显著的上升趋势，取消农业税显著地增进中国大陆的地区收入公平性，企业所得税等原地方
税种转变为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后显著地改善地区收入不平等。合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税率
提升了企业所得税改善地区收入不平等的作用。“营改增”总体上有利于增进中国大陆的地
区收入公平性，个税起征点的数次调整在总体上能够增强个税在改进地区收入不平等中的作
用，但对东中西部地区收入不平等的作用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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